浅析日本经济史上的一次经济大转型--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策略和路径研究

刘绮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为解决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收入分配问题并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有必要借鉴日本在与我国经济发展相似阶段所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相关经验和教训。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同时也是日本经济史上的一次经济大转型，其为日本经济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揭示日本实施该计划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措施、总结计划实施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所产生的推动效果和负面效应，意图在参考日本成功经验的同时，吸取其教训，为我国探讨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策略和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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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居民收入分配过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同时，受以“低工资”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思维定式以及科技发展和自主研发能力滞后的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依然严重，社会保障制度的欠缺也是困扰再分配领域中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问题。长此以往将会缩小城乡居民的有效需求,既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削弱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分配调整问题已成为我国“十二五”期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环节。

为了解决收入分配调整这一重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到2020年之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该目标成为与中国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重要决策。为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除了国内的决策部门和专家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之外，需要有效借鉴和吸收国外的经验、教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实质上是是日本经济史上的一次经济大转型，其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因为成功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在1960-1970年的10年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9%，而实现人均国民收入的倍增仅用了7年。居民收入的提高，既拉动了内需消费，还促使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日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合理分配了社会财富。

本文立足于我国日益深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围绕现阶段我国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现实目标，通过揭示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措施、总结计划实施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所产生的推动效果和负面效应，意图在参考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功经验的同时，吸取其教训，为我国探讨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策略和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力图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建言献策。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社会背景和核心内容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长期经济计画，由当时的池田勇人内阁在1960年12月27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审议而付诸于实施。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社会既面临着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各种问题，还同样面临着与我国现阶段所相识的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较大、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内需严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破解了这一系列的难题，逐步开启了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

 1．计划出台的社会背景

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实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措施，并受惠于“朝鲜战争特需”、美国支持等因素，经济在1955年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由于受“神武景气”、“岩户景气”的影响，经济实现了10%前后的增长，投资额的迅速增长、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能的快速提高，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是,由于忽略了“国富”与“民富”的平衡，普通的日本国民并没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社会上出现了国民收入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小企业间发展差距大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1955年到1960年，日本所有产业的平均年工资增长率只有5.6%，低工资不仅让国民怨声载道，使劳资关系日益紧张，而且还直接导致了消费水平的低迷和不振，日本经济陷入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扭转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当时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各界就开始对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行深刻反思，经济思想逐渐由“强国论”转向“福利国家论”，有识之士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从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做起。经济学家中山伊知郎提倡“工资翻番”
的理论，并指出可将收入翻番作为劳资双方共同的目标，而实现目标的手段就是由劳资双方齐心协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山教授的观点为当时正在参与首相竞选的池田勇人所接纳，池田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了“我的月薪翻番论”。面对企业界的普遍反对，池田勇人从实证角度对“10年之内实现国民月收入达到现在两倍”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并强烈呼吁国民的支持和理解。同年,时任大藏省财务调查官、国民金融公库理事的下村治提出了“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并大胆表明“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上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可望长期实现11%的增长”
 的观点。

1960年，池田勇人当选为日本首相。上任后,其马上采纳了中山和下村等学者的建议，召集了2000余名社会各界精英制定了以均衡国家经济增长与国民生活水平、建立新经济发展模式为目标的长期经济规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期间为10年。

2．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1960年至1970年这一相对确定的时间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国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计划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做了长远的战略安排，分为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门的预测与诱导政策、未来国民生活状况四个部分。 

计划指出，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地区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待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倍增计划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颁布，其对政府而言是考核业绩的准则，对企业而言则不是指令性而是指导性计划，所以政府必须向企业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务，通过诱导、促进、推动企业发展以便实现计划目标。

 计划的核心内容如下：

（1） 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制定包括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等相关政策在内的以“新农政”为基础的“农业基本法”，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在加大农业生产基础建设投资的同时确保农业现代化发展所需的融资。

    （2）促进中小企业的现代化。为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性、缓和与大企业间的二重结构的矛盾、缩小企业间收入差距，在强力推进各项政策实施力度的同时，确保中小企业现代化发展所需的资金供给。

（3）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和缩小国民收入差距，通过迅速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画，致力于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探讨与税收金融、公共投资补助率等特定措施相关的立法，谋求适合这些地区发展的工业分散，以提高地区居民的福利从而克服这些地区发展落后的问题。

（4）促进产业的合理配置以及再探讨公共投资的地区间分配。关于产业间的合理配置，有必要遵循长期保持国家经济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提高社会资本的效率而尊重经济合理性的原则，但绝不能扩大地区间发展差距。因此，在尊重经济的合理性同时为防止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对于不同地区的公共投资有必要按照各地区的特性，弹性调整投资、融资比例。从而在提高顺应经济发展的公共投资效果的同时，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5）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提高生产力、强化出口竞争力将带来出口扩大和外币收入的增加，这是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制定强有力的出口振兴政策,增加观光、海运之外的收入，提高国家的收入水准。

二、“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措施和成果

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70年间，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9%，国民平均消费支出则增加了2.3倍，被称之为“东洋的奇迹”(图1)。而由于该计划所取得的以下的空前成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被评价为战后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具成效的长期经济规划。

图1  日本1955-1970年间国民收入和家庭月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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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

 日本在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吸纳了各方学者的意见，也听取了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制定了符合日本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倍增计划，提出在劳动生产率翻番的情况下实现“国民收入倍增”。

 这实际上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迫使日本企业放弃当时实行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促使企业通过大量投资引进技术、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粗放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员工收入，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机械化，大幅度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通过提高企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日本整体提高了国民收入，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

第二，带来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得以提高。

在1961-1970年的10年间，工人工资收入与GDP呈对等上升趋势，普通居民的收入翻了一番、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1.4倍，失业率则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如图2（左）所示，1961年至1970年之间,日本GDP增长率与主要行业工资增长率的差距在缩小，甚至在1970年出现了低于工资增长率的情况。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日本的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了很大改善，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升，从1961年的49.3%提升到1971年的60.2%(图2)。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政府较好地协调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得以提高。
                     图2 主要行业工资增长率及国民收入份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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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国民经济计算部门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第三，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直接刺激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加快了日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形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流的和谐格局。
日本政府为了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扩大有效需求，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增加国民收入的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为缩小城乡、地区间的差距，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日本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制定和执行了《山村振兴法》、《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施法》、《欠发达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等法律，并通过系列匹配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缩小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差距。

其次，在增加国民收入时更多地注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是当时日本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和对农民的补贴之外，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是解决农村居民收入低的主要途径，日本政府通过推进城市化得以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整体上提高了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最后，日本政府把注重培育社会的中产阶层、迅速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作为计划的核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0年间，日本社会最终形成了“1亿总中流”
的社会格局，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在收入分配上打造了突出中间部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从机制上来看中产阶层的扩大就是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过程，这个流动的过程提高了居民的收入，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刺激了社会的有效需求，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第四，提高社会福利，充实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社会的保障制度也得到了完善，日本的发展路径由注重“强国”转为“富民”，开始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提高全民生活水平。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平衡发展的原则，以提高社会福利和充实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

首先，在居民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阶段强化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其次，在认识到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具有防止收入差距扩大作用的基础上，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扶持力度,并规定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拨款力度从1961年起必须保持年均8.9%的增长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拨款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从1961年的4.8%提高到1970年的6.1%。第三，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实施及完善国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年金制度等，并将防止贫困作为核心课题，推进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等一系列举措。

通过以上措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社会的保障制度也得到了显著发展,提高了全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国强民富”的目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质上是日本社会整体经济的一次大转型，其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当然，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由于经济发展速度高于人们预期、政府与市场主体对问题估计不足，该计划的实施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率差异较大、通货膨胀严重、大都市人口过密、环境公害等负面效应。尤其以通胀问题最为突出，1970年东京的消费物价比1960年上涨了76%，居民收入增长的一部分被蚕食。这些问题为日本社会留下了很多经济发展的后遗症，并为后来泡沫经济的崩溃埋下了祸因。

3、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与借鉴
日本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还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世界性难题。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面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困境，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从我国的实情出发实施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

 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际社会在比较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竞争力时，更加注重劳动生产率、资本利润率等有效指标。当前我国学者也提倡收入分配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可参考日本的经验。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方针政策，迫使日本企业必须放弃当时实行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一方面通过技术引进、依靠科技进步、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等方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日本企业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加强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提高了其综合竞争力后日本企业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各种福利待遇，从而激励了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度、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这既有利于确保企业的人才优势，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企业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力，是符合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利益的最优选择。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也是实施中国式“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路径之一。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表现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的状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由2002的48.7%下降为2012年的43.6%(图3)。这意味着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广大劳动者未能合理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人民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同时，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社会消费水平降低，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

               图3  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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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整理而成。
这些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的收入分配格局整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1970年的10年间，日本的工人工资收入与GDP呈对等上升趋势，普通居民的收入翻了一番、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1.4倍，失业率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我国可参照日本政府的“在经济快速增长中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所付出的代价最小”的成功经验，在现阶段经济快速增长阻力较小的条件下，尽快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遵循合理、公平、分享的收入分配原则，通过增加劳动报酬在GDP的比重等制度来调整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实现“国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

3．调整增加收入与扩大有效需求的关系，缩小城乡、地区以及企业间收入差距

现阶段我国一方面存在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间、地区间以及企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稳定，并将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我国应把稳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作为扩大有效需求的根本途径，在实施的路径上有必要参考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扩大有效需求的做法。

日本政府设计倍增计划及如何扩大收入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增加国民收入的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其次，在增加国民收入时更多地注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第三，把注重培育社会的中产阶层、迅速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作为计划的核心。具体而言，日本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法律，并通过系列匹配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缩小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差距；同时，日本政府在通过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和增加对农民的补贴之外，还通过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得以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整体上提高了农村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而城市中则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来缩小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收入差距。“计划”中提出了缩小规模差距、培育中间企业、促进小企业组织化的主要举措，并与1963年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使目标实现有了法律保障。通过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健全试验研究机构、进行企业合并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企业的二元化结构，缩小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收入差距；农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过程实质上提高了日本社会整体的居民收入、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刺激了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

4．发展由注重“强国”转向“富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政府虽然在加大社保资金的投放力度、提高社保的覆盖面和保障标准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仍存在社保资金庞大的供需缺口以及整体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与经济发展相似阶段的日本社会差距较大，因此有必要借鉴日本由注重“强国”转向“富民”的发展路径。

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平衡发展的原则，以提高社会福利和充实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伴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支持力度，计划实施之初就规定了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拨款力度从1961年起年均8.9%的增长率。实际拨款额度由1961年占国民收入的4.8%提高到1970年的6.1%。同时加大了以国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实施及改善，年金制度的体系化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并将防止贫困作为社会保障的中心课题，推进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的进一步提高。通过有效实施由注重强国转向“富民”的发展路径，日本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强民富”。

四、 结论
总之，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我国最大的可借鉴之处在于，用提高居民收入来带动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居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实现了居民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有效平衡。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拉动内需，推动人均消费，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开启了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该计划在其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解决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来自收入分配问题，有必要借鉴日本在与我国相似的经济阶段所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相关经验，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增加收入与扩大有效需求的关系、发展由注重“强国”转向“富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路径，切实得制定并实施“中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相协调，使人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把经济发展的“蛋糕”较多地分给民生，并把改善民生、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作为深化改革的风向标，使我国尽早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在“国富的”同时实现“民富”，早日迈入高收入发达国家之列，是我国实施收入分配改革的终极目标。
� 摘自日本《读卖新闻》1959-01-03。


� 下村治：「日本経済の基調とその成長力」（上）『金融財政事情』1959年2月16日号。


� 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国民均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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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

家庭月消费支出

日本1955～1970年国民收入和家庭月消费支出（单位：10亿日元；元/月）



（1955～2007）

		

						年份		名义GDP（10亿日元）		实际GDP（10亿日元）		经济增长率（%）						国民收入(10亿日元）（1990=100）		每个家庭年平均每月的消费支出（元）

						1955		5501.9		30696.6						C.Y.1955		6,772.0		23,211		1955

						1956		6061.3		33433.2		6.8				1956		7,587.4		23,958		1956

						1957		6788.4		36142.2		8.1				1957		8,790.1		25,608		1957

						1958		7277.1		38417.9		6.6				1958		9,188.0		27,171		1958

						1959		8150.8		41633.8		11.2				1959		10,528.7		28,902		1959

						1960		9395.4		46232.3		12				1960		12,912.0		31,276		1960

						1961		11030.9		51038.9		11.7				1961		15,572.3		34,329		1961

						1962		12653.4		54891.9		7.5				1962		17,499.2		38,587		1962

						1963		14772.4		59714.4		10.4				1963		20,191.9		40,246		1963

						1964		17028.1		66152.2		9.5				1964		23,377.0		44,481		1964

						1965		19239.2		69963.5		6.2				1965		26,065.4		48,396		1965

						1966		22142.1		76976.8		11				1966		30,396.1		52,516		1966

						1967		25405.1		84975.8		11				1967		36,005.3		57,071		1967

						1968		28973.6		92232.9		12.4				1968		42,479.3		63,607		1968

						1969		33299.8		101768.8		12				1969		49,938.3		70,386		1969

						1970		38332.5		109286.6		8.2				1970		59,152.7		79,531		1970

						1971		43230		115291.2		5				1971		64,645.1		87,475		1971

						1972		49900.9		125640.3		9.1				1972		74,601.0		96,026		1972

						1973		60307.8		136705		5.1				1973		91,823.1		112,116		1973

						1974		72912.1		136590.2		-0.5				1974		109,060.8		136,024		1974

						1975		84762.7		142605.4		4				1975		121,025.9		157,982		1975

						1976		95783.7		146752		3.8				1976		137,119.6		174,790		1976

						1977		107076.2		152671		4.5				1977		151,395.2		190,497		1977

						1978		117923.1		160690.4		5.4				1978		167,571.7		201,715		1978

						1979		130077.9		171113		5.1				1979		180,707.3		214,697		1979

						1980		240969.2		313140.1		2.6				1980		195,077.4		230,568		1980

						1981		259034		322325.9		3.9				1981		207,275.3		240,014		1981

						1982		271887.8		331236.1		3.1				1982		217,844.8		253,169		1982

						1983		282803.3		336575		3.5				1983		226,900.3		259,521		1983

						1984		300940.8		347072.5		4.8				1984		241,020.2		266,319		1984

						1985		323541.2		364712.2		6.3				1985		256,529.9		273,114		1985

						1986		338674		375502.9		1.9				1986		268,608.2		276,374		1986

						1987		352530		389753.2		6.1				1987		278,953.0		280,944		1987

						1988		379250.4		416119.1		6.4				1988		297,550.9		291,122		1988

						1989		408534.7		438135.7		4.6				1989		316,564.5		299,350		1989

						1990		440124.8		460925.2		6.2				1990		339,237.4		311,174		1990

						1991		468234.4		476369.4		2.3				1991		362,234.6		327,113		1991

						1992		480492.1		480999.6		0.7				1992		368,661.7		333,661		1992

						1993		484233.8		482190.5		-0.5				1993		371,291.4		335,246		1993

						1994		486551.7		469969.1		1.5				1994		372,516.7		333,840		1994

						1995		493588.1		479181.4		2.7				1995		374,745.0		329,062		1995

						1996		504261.9		492340.1		2.7				1996		389,269.8		328,849		1996

						1997		515249.1		500072.3		0.1				1997		394,943.5		333,313		1997

						1998		504842.9		489824.1		-1.5				1998		380,368.0		328,186		1998

						1999		497628.6		489130		0.5								323,008		1999

						2000		502989.9		503119.8		2				F.Y.1955		6,973.3		317,133		2000

						2001		497719.7		504047.5		-0.4				1956		7,896.2		308,692		2001

						2002		491312.2		505369.4		1.1				1957		8,868.1		306,129		2002

						2003		490294		512513		2.3				1958		9,382.9		302,623		2003

						2004		498328.4		526577.7		1.5				1959		11,042.1		304,203		2004

						2005		501734.4		536762.2		1.9				1960		13,496.7		300,903		2005

						2006		508925.1		549772.7		1.8				1961		16,081.9		295,332		2006

						2007		515732.5		561356.2		1.8				1962		17,893.3		297,139		2007

						2008		507371.3		556710.1		-3.7				1963		21,099.3

						2009						-2				1964		24,051.4

						2010						3.4				1965		26,827.0

						2011						0.3				1966		31,644.8

						2012						0.6				1967		37,547.7

																1968		43,720.9

																1969		52,117.8

						* 1955年～1979年は、平成2年基準 (68SNA) 連鎖
* 1980年～1993年は、平成7年基準 (93SNA) 連鎖（固定基準年方式）
* 1996年～最新年 は、平成12年基準 (93SNA) 連鎖（連鎖方式）										1970		61,029.7

																1971		65,910.5

																1972		77,936.9

																1973		95,839.6

																1974		112,471.6

																1975		123,990.7

																1976		140,397.2

																1977		155,703.2

																1978		171,778.5

																1979		182,206.6

																1980		199,590.2

																1981		209,748.9

																1982		219,391.8

																1983		230,805.7

																1984		243,608.9

																1985		260,278.4

																1986		271,129.7

																1987		283,895.5

																1988		301,380.0

																1989		322,143.6

																1990		345,739.1

																1991		363,054.2

																1992		369,088.1

																1993		372,464.4

																1994		373,772.0

																1995		380,714.6

																1996		391,876.2

																1997		392,319.4

																1998		379,238.9





（1955～1970）

		

								年份		名义GDP（10亿日元）		实际GDP（10亿日元）		经济增长率（%）		国民收入(10亿日元）（1990=100）		家庭月消费支出（元/月）

								1955		5501.9		30696.6				6772.0		23211

								1956		6061.3		33433.2		8.9		7587.4		23958				8.9

								1957		6788.4		36142.2		8.1		8790.1		25608				8.1

								1958		7277.1		38417.9		6.3		9188.0		27171				6.3

								1959		8150.8		41633.8		8.4		10528.7		28902				8.4

								1960		9395.4		46232.3		11.0		12912.0		31276				11.0

								1961		11030.9		51038.9		10.4		15572.3		34329				10.4

								1962		12653.4		54891.9		7.5		17499.2		38587				7.5

								1963		14772.4		59714.4		8.8		20191.9		40246				8.8

								1964		17028.1		66152.2		10.8		23377.0		44481				10.8

								1965		19239.2		69963.5		5.8		26065.4		48396				5.8

								1966		22142.1		76976.8		10.0		30396.1		52516				10.0

								1967		25405.1		84975.8		10.4		36005.3		57071				10.4

								1968		28973.6		92232.9		8.5		42479.3		63607				8.5

								1969		33299.8		101768.8		10.3		49938.3		70386				10.3

								1970		38332.5		109286.6		7.4		59152.7		79531				7.4





（1955～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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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率

日本1955～1970年实际GDP、经济增长率（单位：10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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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55～1970年国民收入（单位：10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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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55～1970年国民收入和家庭月消费支出（单位：10亿日元；元/月）




